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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圣像运动的起因：
以伊斯兰政权和拜占庭帝国关系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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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互动关系和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

动的产生及演变存在重要关联。 ８ 世纪初以降，拜占庭帝国与伊斯兰世界

关系相对缓和，战争局限于边境地区，导致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的重要

性上升，其宗教实践中的反圣像崇拜倾向因此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流宗教

政策。 而随着 ９ 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的衰落，伊斯兰政权不再对拜占庭帝

国构成威胁，边境地区战略地位丧失，使得其奉行的反圣像崇拜观念亦为

帝国官方所抛弃。 毁坏圣像运动的短暂中止，则是由于哈里发哈伦·拉希

德在位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趋于激烈，引发全面战争，边境

地区居民重要性相对下降所导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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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圣像运动的起因： 以伊斯兰政权和拜占庭帝国关系为视角


　 　 圣像是一种宗教艺术形式，它兴起于罗马帝国中后期，主要指绘制在木板和墙

壁上面的耶稣、圣母玛利亚等基督教人物画像。 圣像崇拜（ ｉｃｏｎ ｖ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常指以亲

吻圣像、在圣像面前燃香等方式，期冀获得上帝佑护的一种宗教活动。 自圣像崇拜

活动出现之日起，各类批评如影随形，最终演变为拜占庭帝国历史上著名的“毁坏圣

像运动”（ 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ｍ）。
一般认为，毁坏圣像运动分为三个阶段。 ７３０ 年，拜占庭皇帝利奥三世（Ｌｅｏ ＩＩＩ，

７１７～７４１ 年在位）下令教会移除圣像，拉开了毁坏圣像运动的序幕。 ７８７ 年，伊琳尼

太后（Ｅｉｒｅｎｅ，７８０～７９０ 年摄政，７９７～ ８０２ 年在位）召集尼西亚公会议，重新恢复圣像

崇拜，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始于尼西亚公会议，终于 ８１５ 年利奥五世（ＬｅｏＶ，
８１３～８２０ 年在位）在圣索菲亚教堂召开会议，废除尼西亚公会议决议；第三阶段始于

圣索菲亚教堂会议，终于 ８４３ 年摄政皇后塞奥多拉（Ｔｈｅｏｄｏｒａ）颁布认可圣像崇拜的

新教仪，并下令销毁有关毁坏圣像运动的书籍。 在整个毁坏圣像运动中，第一阶段

和第三阶段是运动的主要时期，尤以君士坦丁五世（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 Ｖ， ７４１ ～ ７７５ 年在

位）和利奥五世最为狂热，他们不仅大肆破坏遍布全国的圣像，而且杀害了一批坚守

圣像崇拜的教士。 第二阶段则被称为“间歇期”，在此期间不仅圣像崇拜活动得到了

恢复，而且先前支持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俗人士也遭到迫害。

一、 文献回顾

对于持续百年之久的毁坏圣像运动发生及演变的原因，学者们见仁见智，众说

纷纭，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代表性观点。
第一，宗教因素说。 拜占庭帝国时期赛奥发尼斯（Ｔｈｅｏｐｈａｎｅｓ）在《编年史》（Ｔｈｅ

Ｃｈｒｏｎｉｃｌｅ ｏｆ Ｔｈｅｏｐｈｎｅｓ Ｃｏｎｆｅｓｓｏｒ）中最先提出了“宗教因素”说。 他认为，７２６ 年爱琴

海锡拉岛（Ｔｈｅｒａ）和特雷西亚岛（Ｔｈｅｒａｓｉａ）之间的海底火山爆发，被拜占庭皇帝利奥

三世视作上帝对圣像崇拜活动的示警，成为其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直接动因。① 据

此说法及“摩西十诫”第二条（“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作什么形象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事奉它”），当代不少学者继

承了“宗教因素”说。
法国学者伦巴德（Ａｌｆｒｅｄ Ｌｏｍｂａｒｄ）认为，毁坏圣像运动就是一场纯粹的宗教运

动，旨在恢复基督教的“纯洁性”，阻止偶像崇拜这类“异端”活动。② 路易斯·波义

耳（Ｌｏｕｉｓ Ｂｒéｈｉｅｒ）在认同伦巴德观点的同时，进一步指出了该宗教论争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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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能否可以通过艺术手段来表现耶稣、圣母玛利亚以及诸位圣徒。① 之后，大部分学

者接受了伦巴德和波义耳的观点，认为宗教因素是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重要原因之

一，如《剑桥拜占庭帝国史》就采用了这一观点。② 将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原因归结

于宗教因素，其优点是忠于史料和关注基督教自身传统的延续性，但其立论单一，忽
视了毁坏圣像运动发生前后拜占庭帝国复杂的政治经济环境。

第二，政治因素说。 巴巴里奥普罗（Ｐａｐａｒｒｉｇｏｐｏｕｌｅ）最早提出 “政治因素说”。
他认为，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旨在遏制日益膨胀的教会势力，重塑拜占庭皇

帝的普遍权威，毁坏圣像运动表面上看似一场宗教斗争，实则是一场政治和社会革

命。③ 此后，有学者对此作了深入阐释，如阿尔韦勒（Ｈéｌèｎｅ Ａｈｒｗｅｉｌｅ）详细论述了毁

坏圣像运动对拜占庭帝国强化行省控制的作用，④《剑桥拜占庭帝国史》则强调了君

士坦丁五世借毁坏圣像运动对高级军官进行撤换，将自己的心腹派往重要军区担任

长官的事实。⑤ 这些研究力图证明，政治动机是毁坏圣像运动背后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三，经济因素说。 乌斯平斯基（Ｕｓｐｅｎｓｋｙ）、陈志强等学者在唯物史观的影响

下，提出了“经济因素说”。 他们认为，拜占庭帝国政府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旨在以此

为借口和教会争夺土地、税收等重要经济资源的控制权。⑥ 有研究证明，正是在毁坏

圣像运动期间，拜占庭帝国政府没收了境内罗马教廷的地产，并将教会的慈善捐税

并入官方税收体系，夺得了教会手中的大笔财富。⑦

第四，外部因素说。 “政治因素说”和“经济因素说”考虑了毁坏圣像运动爆发时

拜占庭帝国的政治经济环境，尤其突出了拜占庭帝国政府在整个运动中的作用，不
过其立论更多地是根据毁坏圣像运动对政治经济领域产生的影响，来逆推该运动背

后的动机，造成解释力不足。 因此，在探究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原因时，一些学者开

始注意到伊斯兰教与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宗教少数群体等外部因素的影响。
著名拜占庭史学者瓦西列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Ｖａｓｉｌｉｅｖ）认为，外部因素在毁坏圣像运

动发生过程中不可或缺。 他注意到毁坏圣像运动期间的拜占庭帝国执政者多数来

自东部边境地区，如祖籍叙利亚的利奥三世长期在安纳托利亚等地担任军官、利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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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来自亚美尼亚（Ａｒｍｅｎｉａ）以及米哈伊尔二世（Ｍｉｃｈａｅｌ ＩＩ， ８２０～８２９ 年在位）出生

于菲利吉亚省（Ｐｈｒｙｇｉ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东部边境地区与新兴的伊斯兰政权控制区接

壤，易受伊斯兰教的影响，而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禁止在绘画和雕塑中出现人和

动物形象，圣像崇拜无疑也属于一种偶像崇拜。 同时在东部边境地区还活跃着犹太

人（Ｊｅｗｓ）、保罗派（Ｐａｕｌｉｃｉａｎｓ）和阿提加诺派（Ａｔｈｉｇａｎｏｉｓ）社群，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均

反对圣像崇拜。 因此，在该地区长大成人的利奥三世等统治者自然具有反圣像崇拜

的倾向，加之对政治、经济等实际利益的考量，他们上任后必然会采取反对圣像崇拜

的政策。① 事实上，瓦西列夫的观点在史料中也得到了佐证，如赛奥发尼斯在《编年

史》中即已提到伊斯兰教对利奥三世的影响，称其有着“萨拉森人（指阿拉伯人）的心

智”（Ｓａｒａｃｅｎ⁃ｍｉｎｄｅｄ）。②

此后，著名伊斯兰研究者帕特里夏·克龙（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ｒｏｎｅ）对瓦西列夫的观点进

行了更加详细的论证。 她认为，７２１ 年倭马亚王朝哈里发叶齐德二世（Ｙａｚīｄ ＩＩ）曾发

布禁止偶像崇拜的诏书，并采取了一系列破坏偶像的措施，拜占庭帝国随之爆发了

毁坏圣像运动，这种时间上的相继性并不能完全归于偶然，而应视为拜占庭帝国对

叶齐德二世举动的回应。 克龙还认为，同样奉行一神教的伊斯兰政权迅速兴起，在
宗教上和政治军事上构成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双重冲击，并造成一种强烈的恐慌心

理，以致拜占庭统治者认为，只有和伊斯兰政权一样虔诚地反对偶像崇拜这种“异
端”行为，才能重新获得上帝的青睐，这构成了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心理基

础。③ 经过瓦西列夫和科恩两位权威的论证，“外部因素说”即伊斯兰教的影响甚至

被视为毁坏圣像运动发生的首要原因，并逐渐被众多学者所认可。④ 但该观点并非

没有缺陷，首先，它过分强调了君主成长环境的作用，似乎利奥三世、利奥五世等人

如果不是来自东部边境地区，毁坏圣像运动就不会发生，这相当于将运动的发生完

全归结于偶然性；⑤其次，它所依据的历史事实本身存在疑点，由于毁坏圣像运动最

后归于失败，历史学家在记录这一时期的拜占庭君主时，往往采取一种贬损的态度，
利奥三世受叶齐德二世的影响而发动毁坏圣像运动，很可能出于历史学家的夸张，
以给后人留下其受伊斯兰政权支配的印象。⑥

综上所述，毁坏圣像运动应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在整体考虑宗教、政
治、经济、外部因素后，依然存在两个无法解释的问题。 其一是毁坏圣像运动的起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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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ｌａｍ， Ｖｏｌ． ２， １９８０， ｐｐ． ５９－９５．
Ｊｕｄｉｔｈ Ｈｅｒｒｉｎ， Ｂｙｚａｎｔｉｕ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８， ｐ． １０６．
Ｈéｌèｎｅ Ａｈｒｗｅｉｌｅ， “Ｔｈｅ Ｇｅ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ｔ Ｗｏｒｌｄ，” １９７５．
Ａｎｄｒé Ｇｒａｂａｒ， Ｌ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ｍ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 Ｆｌａｍｍａｒｉｏｎ， ２０１１， ｐ． １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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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问题，即为何利奥三世执政十余年后会突然发动毁坏圣像运动，而塞奥多拉会

在执政之初终止毁坏圣像运动，并且此后毁坏圣像运动再也没有恢复；其二是中止

期问题，即为何毁坏圣像运动会在第二阶段暂时停止。
虽然现有研究没有解决这两个问题，但“外部因素说”注意到拜占庭东部边境地

区宗教少数群体在毁坏圣像运动中的作用，为我们考察这两个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

视角。 下文拟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变化的大背景下，将宗教少数群体地

位的变化作为变量引入对毁坏圣像运动的讨论中，以期回答这两个问题。

二、 毁坏圣像时期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

７ 世纪初，新生的伊斯兰政权以惊人的速度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后，萨珊波斯与拜

占庭成为其大规模对外扩张的两大障碍。 ６３７ 年，阿拉伯军队攻陷萨珊波斯帝国首

都泰西封（Ｃｔｅｓｉｐｈｏｎ）。 ６５１ 年，波斯萨珊王朝末代君主伊嗣俟三世（Ｙａｚｄｅｇｅｒｄ ＩＩＩ）
在呼罗珊被杀，标志着延续四百余年的萨珊波斯帝国灭亡。 与此同时，伊斯兰政权

开始进攻拜占庭帝国。 ６３６ 年，阿拉伯军队在雅穆克战役中彻底击溃罗马皇帝希拉

克略（Ｈｅｒａｃｌｉｕｓ）率领的拜占庭军队，至君士坦斯二世（Ｃｏｎｓｔａｎｓ ＩＩ， ６４１～６６８ 年在位）
统治时期，拜占庭帝国势力已完全退出叙利亚地区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托罗

斯山脉（Ｔａｕｒｕｓ）成为拜占庭帝国和伊斯兰政权的边界。①

此后半个多世纪，伊斯兰政权曾多次试图向拜占庭帝国的腹地进军。 ６７４ ～ ６８０
年之间，伊斯兰政权从马尔马拉海的基地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一系列攻击，但收效

甚微，仅占领了爱琴海中的罗德岛与克里特岛。② 到 ７ 世纪末，阿卜杜拉·本·祖拜

尔（ Ａｂｄ Ａｌｌａｈ Ｉｂｎ ａｌ⁃Ｚｕｂａｙｒ）自称哈里发，引发内战，伊斯兰政权基本停止了对拜占

庭帝国的进攻。 ８ 世纪初，恢复稳定的伊斯兰政权再度进攻拜占庭帝国。 ７０７ ～ ７０８
年，倭马亚王朝军队一度控制了提亚拿（Ｔｙａｎａ），７１４ 年抵达君士坦丁堡附近的盖拉

提亚（Ｇａｌａｔｉａ）地区。 ７１６ 年，伊斯兰政权对拜占庭帝国的进攻达到顶峰，倭马亚王朝

集结数万军队向拜占庭帝国腹地进发，拱卫君士坦丁堡的重镇纷纷失守。 ７１７ 年，时
任安纳托利亚军区指挥官的利奥三世借乱发动政变，建立了伊苏里亚王朝（ Ｉｓａｕｒｉ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ｙ）。 不久，阿拉伯军队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利奥三世依靠坚固的城防和“希
腊火”，③最终击退了敌手。

简言之，毁坏圣像运动发生前，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高度紧张，拜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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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ｐ． ３６５．
Ｇｅｒａｌｄ Ｈａｗ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ｏｆ Ｉｓｌａｍ， Ｌｏｎ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０， ｐ． ４２．
“希腊火”是拜占庭军队在海战中使用的一种燃烧剂，由石脑油、树脂等物质混合而成，具体配方今已

失传，在作战中通过己方船只配备的长管向敌方发射，效果类似今日的火焰喷射器，Ｊｕｄｉｔｈ Ｈｅｒｒｉｎ， Ｂｙｚａｎｔｉｕｍ 
Ｔｈｅ Ｓｕｒｐｒｉｓｉｎｇ Ｌｉｆｅ ｏｆ ａ Ｍｅｄｉｅｖａｌ Ｅｍｐｉｒｅ，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２００８， ｐｐ． ９０－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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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帝国虽然击退了伊斯兰政权大规模进攻，但依然面临严峻的考验。
７１８ 年，倭马亚王朝军队围攻君士坦丁堡的失败成为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

关系的转折点。 此后，利奥三世展现出优秀的军事指挥才能。 ７２０ 年至 ７４０ 年间，利
奥三世先后六次击败倭马亚王朝军队。① ７４０ 年，阿克罗恩（Ａｋｒｏｉｎｏｎ）大捷后近半个

世纪，伊斯兰政权的军队再也未能进入安纳托利亚腹地。② 此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

庭帝国的关系进入相对平稳期，伊斯兰政权一般只在每年夏季对拜占庭帝国组织例

行的远征，作战范围局限在边境地区，且以掠夺战利品为主要目的。③ ７４３ 年至 ７５４
年间，上述例行远征因倭马亚家族成员之间争夺哈里发职位爆发内战及之后的阿拔

斯革命④而中止。 此外，伊苏里亚王朝历任君主始终对东部边境地区的将领怀有猜

疑，唯恐他们借助战争扩大自身实力，觊觎帝位，因此并未利用伊斯兰政权内部的混

乱形势发动大规模反击。
由此可见，在毁坏圣像运动第一阶段初期，伊斯兰政权的进攻势头便已得到有

效遏制，此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由全面战争转变为边境战争，双方关

系进入了一个比较缓和的阶段。 这种状态一直维持到毁坏圣像运动第二阶段前夕。
７８０ 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马赫迪（ａｌ⁃Ｍａｈｄī）下令在托罗斯山脉北麓建立马赫迪亚

（ａｌ⁃Ｍａｈｄｉｙｙａｈ）城堡，作为阿拔斯王朝对拜占庭帝国进行战争的基地，标志着伊斯兰

政权重新开始尝试向拜占庭帝国腹地推进。⑤ 这一年恰逢伊琳尼成为拜占庭帝国的

摄政太后。 ７８２ 年，马赫迪之子哈伦（Ｈｒūｎ）率大军深入拜占庭帝国腹地，直达博斯

普鲁斯海峡，迫使伊琳尼太后接受屈辱的媾和条约，缴纳了巨额赔款和人头税。 被

利奥三世击败六十余年后，伊斯兰军队再次回到君士坦丁堡城下，哈伦由此获得了

巨大声望，在回到巴格达后被授予“拉希德” （ａｌ⁃Ｒａｓｈīｄ）的尊号，成为哈里发马赫迪

的第二顺位继承人。⑥

７８６ 年，哈伦（７８６～８０９ 年在位）继任哈里发，伊斯兰政权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压

力进一步升级。 即位当年，哈伦便在托罗斯山脉南麓设立阿瓦绥姆（ａｌ⁃Ａｗｉｍ）军区

并修建大规模工事，使其成为伊斯兰军队进攻拜占庭帝国的前沿基地。 此后，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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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Ｊｏｈｎ Ｈａｌｄ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ａｎｄ Ｎｉ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Ｚｂｏｒｎｉｋ Ｒａｄｏｖａ， Ｖｏｌ． １９， １９８０， ｐ． ８２．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ｐ． ３８６．
Ｊｏｈｎ Ｈａｌｄｏｎ ａｎｄ 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ｈｅ Ａｒａｂ⁃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 ｉｎ ｔｈｅ Ｅｉｇｈｔｈ ａｎｄ Ｎｉ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ｉｅｓ： Ｍｉｌｉ⁃

ｔａｒｙ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ｌａｎｄｓ，” ｐ． ８３．
“阿拔斯革命”，也称呼罗珊起义。 公元 ７４７ 年，阿拔斯族人领导波斯呼罗珊地区人民进行反对倭马亚

王朝的起义，主要领导为艾布·阿拔斯和艾布·穆斯林，起义军彻底消灭倭马亚王朝军队残部，倭马亚王朝彻

底覆灭。
Ａｌ⁃Ｔ． ａｂａｒī，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ｌ⁃Ｔａｂａｒｉ， Ｖｏｌ． ２９， Ｈｕｇｈ Ｋｅｎｎｅｄｙ， ｔｒａｎｓ．，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ｔａｔ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０， ｐ． ２１４．“马赫迪亚”意为“属于马赫迪的”，在哈伦成为哈里发后，该城堡更名为“哈伦尼亚”。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ｐ． ３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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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政权都会发动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且规模不断升级。 ７９７ 年，哈伦亲率大军

进攻拜占庭帝国，抵达帝国中部重镇安卡拉，导致拜占庭军事失利而引发政权更迭，
亲政不久的君士坦丁六世被废黜，伊琳尼太后成为女皇。 ８０６ 年，哈伦率领十五万正

规军越过托罗斯山脉，攻占了托罗斯山脉北麓重镇提亚拿，并命令就地修建清真寺，
显示了永久占领托罗斯山区的决心。 在巨大的军事压力面前，拜占庭皇帝尼基弗鲁

斯一世（Ｎｉｋｅｐｈｏｒｏｓ Ｉ， ８０２～８１１ 年在位）被迫乞和，承认受伊斯兰教保护，每年为自

己和儿子缴纳人头税。① 值得一提的是，哈伦自 ７９６ 年起即长期居住在靠近阿瓦绥

姆军区的拉卡城（ａｌ⁃Ｒａｑｑａｈ），将内政委托给在巴格达的职业官僚集团，自己则将全

部精力投入对拜占庭帝国的战争当中，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他去世前夕。 凭借对拜

占庭帝国的战功，哈伦获得了“加齐—哈里发”的称号，并被视为阿拔斯王朝历史上

最为伟大的哈里发。②

由此可见，哈伦在位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紧张状态，双方的战争规模再度升级，持续时间和强度均超越前代。 如果我们对同

一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加以观察，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哈伦继任哈里发的次

年，伊琳尼太后通过尼西亚公会议正式恢复了圣像崇拜；在哈伦去世四年后（８１３
年），利奥五世废除了尼西亚公会议的决议，毁坏圣像运动重新开始。 可以说，毁坏

圣像运动的第二阶段基本与哈伦的统治时期共始终。 这种时间上的重合决定了运

动第二阶段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即双边关系始终保持高度紧

张，大规模战争成为常态。
哈伦的去世标志着阿拔斯王朝黄金时代的结束，随之而来的是艾敏（ ａｌ⁃Ａｍīｎ，

８０９～８１３ 年在位）与麦蒙（ａｌ⁃Ｍａｍūｎ，８１３～８３３ 年在位）兄弟两人争夺哈里发职位的

内战。 这场内战一方面使巴格达以东地区遭到破坏，呼罗珊地方军阀在战后建立了

塔希尔小王朝，阿拔斯王朝的国力也受到严重削弱。 另一方面，在麦蒙及其弟弟穆

阿台绥姆（ａｌ⁃Ｍｕｔａｓｉｍ， ８３３～８４２ 年在位）统治期间，伊斯兰政权内部依然较为稳定，
并且巴格达中央政府始终有效控制着伊拉克和叙利亚这一统治核心地带，因此在多

数年份伊斯兰政权仍会组织对拜占庭帝国的夏季远征。 ８３８ 年，穆阿台绥姆一度亲

率大军穿越托罗斯山脉，进军安纳托利亚腹地，但遭失败。 ８４１ 年，穆阿台绥姆与拜

占庭皇帝塞奥菲罗斯（Ｔｈｅｏｐｈｉｌｏｓ， ８２９～８４２ 年在位）签订和平协议。 此后，伊斯兰政

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冲突基本停止。 ８４３ 年，拜占庭帝国的毁坏圣像运动也宣告

终结。 就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而言，毁坏圣像运动第三阶段基本上是一

·２１１·

①

②

‘Ａｂｄ ａｌ⁃Ａｚīｚ ａｌ⁃Ｄūｒī， Ａｌ⁃Ａ ｓ． ｒｕ ａｌ⁃Ａｂｂāｓī ａｌ⁃Ａｗｗａｌ， Ｂｅｉｒｕｔ： Ｍａｒｋａｚ Ｄｉｒāｓāｔ ａｌ⁃Ｗａｈｄａｔｉ ａｌ⁃Ａｒａｂｉｙｙａｈ，
２０１４， ｐｐ． １５２－１５４．

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Ｓｈｅｐａｒｄ， ｅｄ．，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Ｅｍｐｉｒｅ， ｐ． ３９０。 “加齐”（Ｇｈａｚｉ）在伊斯

兰教中特指参加对异教徒战争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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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战争形势逐渐趋于缓和，直至战争威胁彻底消失的时代。
通过对毁坏圣像运动期间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梳理，可以发现基本

的对应关系，即在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双方关系相对比较缓和，战争形式以

伊斯兰政权例行的夏季远征为主，战争范围局限于边境地区。 而在运动的第二阶

段，双方关系高度紧张，战争升级为全面冲突，战争范围也扩展到拜占庭帝国腹地。
如果将这种对应关系进一步简化，可以观察到毁坏圣像运动进行的时期，恰恰是伊

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较为缓和的阶段，而当毁坏圣像运动中止时，伊斯兰政

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因此，这种对应关系背后必然有其

特定逻辑，换言之，正是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变化，影响了毁坏圣像运动

的进程。 而造成这种影响的关键因素，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

体，以及该群体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冲突中的作用。

三、 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的宗教信仰状况

就宗教信仰而言，拜占庭帝国的多数民众信仰基督教。 君士坦丁堡不仅是拜占

庭帝国的首都，也是帝国的宗教中心。 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是拜占庭教会的最高领

袖，统一管理帝国境内的宗教事务。 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因远离政治和宗教中

心且毗邻伊斯兰政权，受拜占庭教会影响较弱，形成了异于拜占庭帝国腹地的独特

宗教信仰。 该地区居住着多个宗教少数群体，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是犹太人、保罗派

和阿提加诺派，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均反对圣像崇拜。
拜占庭帝国自建立之日起，其境内就居住着规模不小的犹太社群，除首都君士

坦丁堡外，这些犹太人主要集中于帝国东部、靠近伊斯兰政权的小亚细亚等地区。
客观而言，犹太人始终存在着强烈的反圣像崇拜倾向。 圣像毁坏运动前夕，支持圣

像崇拜的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杰玛诺（Ｇｅｒｍａｎｏ）曾致信菲利吉亚地区的那科雷城（Ｎａ⁃
ｋｏｌｅｉａ ｏｆ Ｐｈｙｒｇｉａ）主教君士坦丁（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ｅ）以及克劳迪欧波利斯（Ｃｌａｕｄｉｏｐｏｌｉｓ）主
教托马斯（Ｔｈｏｍａｓ），指责他们的反圣像崇拜政策。 杰玛诺在信中指出，两位主教所

采取的措施等于变相承认了先前犹太人和穆斯林反对圣像崇拜活动的正确性，从而

给犹太人和穆斯林诽谤基督教的机会。① 可见，当时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反对

崇拜圣像，批评普遍的圣像崇拜活动，而拜占庭教会知道这种情况。
与犹太人不同，保罗派是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教派。 关于该教派的得名原因存

在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该教派信徒是萨莫萨塔的保罗（Ｐａｕｌ ｏｆ Ｓａｍｏｓａｔａ）的追随

者，故而得名，此人曾担任安条克主教（ｂｉｓｈｏｐ ｏｆ Ａｎｔｉｏｃｈ）；另一种说法是该教派得名

·３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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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使徒保罗（Ａｐｏｓｔｌｅ Ｐａｕｌ），因为其追随者力图恢复使徒保罗时代那种原始的、形式

简洁的基督教。① 这两种说法的准确性已经无从考证，但显示出保罗派的两个特点，
前者表明保罗派起源于拜占庭帝国边境地区，因为安条克位于小亚细亚东南部，萨
莫萨塔位于托罗斯山区，均位于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萨莫萨塔更是在伊斯兰

政权与拜占庭帝国之间多次易手；后者表明保罗派信徒倾向于恢复基督教原初状

态，在宗教实践中表现为反对基于基督教的种种带有迷信色彩的活动，其中就包含

圣像崇拜。②

与犹太人和保罗派相比，关于阿提加诺派的记载相对较少。 该教派也是基督教

内部的“异端”教派，信徒主要分布于帝国东部边境的菲利吉亚等城镇，与当地的保

罗派和犹太人等宗教少数群体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据称，阿提加诺派信奉撒马

利亚诺斯替主义（Ｓａｍａｒｉｔａｎ Ｇｎｏｓｔｉｃｓ），这是一种带有原教旨主义色彩的教义，与犹太

教存在较深的渊源。 该教义的信奉者仅认可摩西五经（Ｐｅｎｔａｔｅｕｃｈ），在宗教实践中

追求教仪的纯粹性，具体表现就包括反对圣像崇拜活动。③ 该教派与保罗派均被拜

占庭教会视为异端，其信徒只有重新受洗，才会被正统教会所接纳。④ 据史料记载，
他们和毁坏圣像运动有着密切联系，坚定反对圣像崇拜的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二世

据说就是在阿提加诺派社区长大的。⑤

由前述可见，犹太人、保罗派、阿提加诺派这三个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

数群体，均反对圣像崇拜。 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整体宗教氛围，还受到另一

历史事件的影响，即东部边境地区处于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交界地带，在伊

斯兰政权兴起后长期受到战争影响，城镇与耕地的规模都逐渐萎缩，同时拜占庭帝

国政府为了制造缓冲带而主动进行人口内迁，因此该地区的居民始终在向帝国内部

回流。 在内迁的居民中，多数人忠于拜占庭帝国政府和拜占庭教会，认可主流宗教

信仰，而留居当地的多是担心受到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 在整个拜占庭帝国境内，
上述宗教群体属于少数，但在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其信徒所占人口的比例及其教义的

影响力都在不断上升。 虽无具体统计数据，但大体可以判断，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

境地区，反对圣像崇拜的宗教少数群体居于主导地位。
事实上，瓦西列夫等学者早就注意到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对毁坏圣像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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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Ｔｈｏｍａｓ Ｆ． Ｘ． Ｎｏｂｌｅ ａｎｄ Ｊｕｌｉａ Ｍ． Ｈ． Ｓｍｉｔｈ ｅｄｓ．，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Ｖｏｌ． ３， 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８， ｐ． ５２２．

保罗派教义中除了对圣像崇拜的反对，还包含一些带有摩尼教色彩的二元对立论元素，这部分教义和

本文所论述的中心问题无关，在此不再加以赘述。
Ｐａｔｒｉｃｉａ Ｃｒｏｎｅ， “ Ｉｓｌａｍ， Ｊｕｄｅｏ⁃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Ｂｙｚａｎｔｉｎｅ Ｉｃｏｎｏｃｌａｓｍ，” ｐ． ７９．
Ｊｏｓｈｕａ Ｓｔａｒｒ， “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 Ｓｅｃｔ： ｔｈｅ Ａｔｈｉｎｇａｎｏｉ，” Ｔｈｅ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Ｔｈ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 ２９， Ｎｏ． ２，

１９３６， ｐ． ９４
Ｉｂｉｄ．， ｐｐ． ９５－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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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但笼统地谈论这种影响，并不能有效地解释前文所提出的基本对应关系，即
当毁坏圣像运动进行时，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较为缓和，而当毁坏圣像运

动中止时，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则趋于激烈。 解释这一对应关系的关

键，在于伴随着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的变化，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宗

教少数群体影响力发生的变化。

四、 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中的宗教少数群体

在国际政治交往中，当两个邻国关系比较紧张或经常在边境地区爆发武装冲突

时，边民在本国统治者眼中的重要性往往会上升。 一方面，对于本国而言，边民在冲

突中是参战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对于敌国而言，边民又是分化瓦解的重点对象。
因此，在边境武装冲突频发的情况下，统治者通常会更加重视本国边民的利益诉求，
并出台一些有利于他们的政策。 对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而言，这种情况

也不例外。 两个特殊因素使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居民的地位在这种冲突中异常

重要。
第一个特殊因素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普遍推行军区制（Ｔｈｅｍｅ）。 伊斯兰

政权崛起后，由叙利亚境内撤出的拜占庭帝国军队在托罗斯山脉北麓一线安顿下

来，并被整编为军区，该制度遂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推广开来，协助利奥三世

发动政变的安纳托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在众多军区中的地位最为重要。① 军区

制始于西罗马时期，是一种军民融合制度，即军区辖地内的民政和军政权力集中于

军区长官（ｓｔｒａｔｅｇｕｓ）之手，军区就地征兵，配给每位士兵家庭小块耕作土地。 作为回

报，辖地必须长期向军区输送兵员。② 军区士兵很少跨区调动，多在本军区辖地内作

战。③ 在边境冲突中，拜占庭帝国的参战部队主要由本地居民组成，从而增强了边民

作为参战力量的重要性。
第二个特殊因素是拜占庭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如上所述，宗教

少数群体在拜占庭帝国东部边民中居于重要地位，但无论是异教徒犹太人，还是“异
端”的保罗派、阿提加诺派，都长期受到拜占庭帝国政府与拜占庭教会的排挤、迫害，
这使他们更易受到伊斯兰政权的分化与策反。 如上文曾提到君士坦丁堡大主教杰

玛诺对两位地方主教的指责，一方面表明当时拜占庭境内的犹太人具有反圣像崇拜

的倾向，另一方面则隐约透露出，拜占庭教会认为犹太人和伊斯兰政权存在着某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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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 当代学界认为，虽然没有拜占庭帝国境内犹太人与伊斯兰政权合作的直接记

录，但早在前伊斯兰时代，犹太人就曾经和拜占庭帝国的对手波斯人合作，由于宗教

信仰、地理位置上的相近，拜占庭帝国境内的犹太人和伊斯兰政权应该存在着更为

密切的合作。①

相较于犹太人，作为基督教内部的“异端”派别，保罗派遭到拜占庭帝国政府和

拜占庭教会更加残酷的迫害，因此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反抗也自然更为激烈。 根据现

有研究，保罗派最早形成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后来逐渐传播到亚美尼亚地区，成为

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交界地带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并于 ７ 世纪末开始与拜占

庭帝国政府进行武装斗争。② 保罗派的斗争受到伊斯兰政权的大力支持，在利奥三

世统治时期， 保罗派信徒曾迁往伊斯兰政权控 制 的 边 境 城 镇 马 那 那 利 斯

（Ｍａｎａｎａｌｉｓ），数年后才因各种原因返回拜占庭帝国境内。③ 在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三

阶段，保罗派信众杀死亚美尼亚主教，再度投靠伊斯兰政权。 ９ 世纪中叶，毁坏圣像

运动结束后不久，大批保罗派信徒进入伊斯兰政权控制区，在特弗里克（Ｔｅｐｈｒｉｋｅ）形
成新的活动中心，并与伊斯兰政权派驻当地的军事长官结盟，开展对拜占庭帝国政

府的武装斗争。④

此外，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伊斯兰政权控制区内的宗教少数群

体也和拜占庭帝国展开合作，共同对抗伊斯兰政权，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巴别克教派

（Ｂｂｉｋ）。 该教派是伊朗马兹达克教的分支，因其领袖巴别克得名，活跃于阿拔斯王朝

前期，主要在阿塞拜疆、里海南岸等地区传播。 巴别克教派的信众多为波斯人后裔与库

尔德人，曾多达二三十万名信众，并尝试通过武装斗争建立政权。 在巴别克教派与伊斯

兰政权的斗争中，拜占庭帝国多次应其要求出兵，缓解伊斯兰政权对其围剿的压力。
８３３ 年，一支巴别克教派武装在战败后曾逃往拜占庭帝国境内。⑤ ８３８ 年，巴别克教派

武装被伊斯兰政权彻底击溃后，其余部进入拜占庭帝国境内，归入拜占庭将领塞奥福波

斯（Ｔｈｅｏｐｈｏｂｏｓ）麾下，协助拜占庭帝国军队与伊斯兰政权作战。⑥

五、 结语

在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斗争中，宗教少数群体发挥了重要作用，是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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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圣像运动的起因： 以伊斯兰政权和拜占庭帝国关系为视角


努力分化和争取的对象，其活跃时期主要集中于毁坏圣像运动的第一阶段和第三阶

段。 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处于较为缓和的阶段时，毁坏圣像运动开始进

行，而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趋于激烈时，毁坏圣像运动反而陷入中止。
其原因就在于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相对缓和时，双方的战争主要集中于

边境地区，拜占庭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在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拜占

庭帝国统治者会发动毁坏圣像运动，迎合这些宗教少数群体反对圣像崇拜的立场，
以在斗争中获取他们的支持。

而当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的冲突趋于激烈时，双方的战争拓展到拜占庭帝

国腹地，此时边民不再是参与战争的主要力量，拜占庭统治者迎合东部边境地区宗

教少数群体的意愿降低，因此会放弃反对圣像崇拜的政策，回到拜占庭教会所支持

的圣像崇拜传统上来。 此外，这一时期在伊斯兰政权强大的攻势面前，拜占庭统治

者被迫向其缴纳屈辱的人头税，这也可能促使他们故意采取与伊斯兰教相反的宗教

政策，支持带有偶像崇拜色彩的圣像崇拜活动，以在一定程度上挽回自身的尊严。
至于拜占庭统治者为何在 ８４３ 年重新恢复圣像崇拜活动，这是由于随着伊斯兰

政权内部陷入混乱，其对拜占庭帝国的军事威胁已基本消失。 在此情况下，东部边

境地区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已不具备突出的战略意义，而完全成为边缘地带，对边境

地区居民的政策倾斜被废止亦在情理之中。 圣像崇拜是拜占庭帝国宗教传统的一

部分，而毁坏圣像运动则是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的特殊产物。
帕特里夏·克龙在谈到毁坏圣像运动时曾指出，拜占庭帝国的宗教政策取决于

其周边的“磁场”，伊斯兰教的出现改变了“磁极”，从而使拜占庭帝国更加犹太化而

非希腊化，即从崇拜圣像转向毁坏圣像。① 在这一“磁场”发生作用的过程中，拜占庭

帝国东部边境地区的宗教少数群体本来只是宗教实践上居于少数、政治上遭受打压

的边缘群体。 但具有强大军事实力、强烈反对偶像崇拜的伊斯兰政权迅速崛起彻底

改变了他们的地位，使其成为影响拜占庭帝国宗教政策的重要因素。 此外，这些宗

教少数群体影响力的强弱，又和伊斯兰政权与拜占庭帝国斗争的激烈程度息息相

关，其间的相互作用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历史上中东国际关系中强大政治力量与弱小

政治力量相互博弈的生动图景。

（责任编辑： 赵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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